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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关系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 洪  伟

[ 摘  要 ]	 同胞关系是指核心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心理关系。家庭危机模型和转折点理论分别剖析了新生儿的降临对家庭和头胎孩子带

来的影响。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同胞关系可以划分成不同类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同胞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家庭微系统中，父母的婚姻质量和差别对待会影响儿童

和青少年的同胞关系，而同胞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社会性发展。

[ 关键词 ]	 同胞关系；兄弟姐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因素；社会性发展

计划生育于1982年被定为我国基本国

策，到21世纪初，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达到

适婚年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也一直在

不断地调整和变化，从“双独”开放二孩，

到2013年“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全面

开放二孩，直至最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提

出“设立生育基金、对丁克征税”等建议，

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议。比如，要不要

响应“全面二孩”政策生第二胎？两个或多

个孩子之间关系是怎样的又会如何发展？

父母对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又该如

何处理？

一、头胎与二胎

近些年来，头胎在应对家庭生第二胎时

容易出现诸多不适的问题，关于此类的负面

新闻数见不鲜，比如，据《东南网》报道，

张女士的儿子原来乖巧听话，几乎没有在学

校生事，可自从去年她生了女儿后，儿子变

化很明显，打架、捉弄人、违反学校纪律屡

次犯错，老师多次叫家长去学校谈话。儿子

甚至还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掐妹妹。后来

才发现，儿子这些行为是因为觉得有了妹妹

之后，妈妈不爱他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行

为重新得到关注和关爱。当然，也有头胎儿

童非常期待弟弟或妹妹的到来，可以一起玩

耍、相互陪伴。但不可小觑的是，二胎的降

临给家庭结构带来了质的改变，那么头胎儿

童如何面对新生的弟弟或妹妹呢?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提出不同

的观点。以家庭危机模型为代表的这一派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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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胎的出现是家庭以往从未面临或经历

的事件，这种变化会给家庭成员带来诸多心

理压力，可能会造成家庭危机[1]。倘若父母不

能及时恰当地安慰头胎儿童的情绪，他们会

因此出现一些适应不良行为或问题行为，其

中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退化”，如同报道

中的小男孩，试图通过类似婴儿哭闹等不成

熟行为来重新获取父母的关注和关爱。

以转折点理论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随

着二胎的出现，头胎儿童担任起哥哥姐姐的

角色，这种挑战能够促进儿童健康地成长，

同时也能帮助家庭团体良性的发展。比如，

哥哥或姐姐不仅可以快速地掌握一些照料自

己的技能，而且还能主动帮助父母承担一部

分照顾新生弟弟或妹妹的责任。一些研究也

表明，相比较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表现

出低依赖性、低自我中心化，以及高集体自

我和高合作性格[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兄弟

姐妹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提高儿童和青少

年的社会性发展水平。

二、同胞关系的界定与分类

同胞关系是指核心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

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关系。一

般来说，同胞关系是人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

持续时间最长的人际关系之一，大多数情况

都会超越与父母相处的时长，并且年长的同

胞可能会主动照顾年幼的同胞，在亲子关系

之外起到补充作用，是个体在社会性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同胞之间又会互

相分享资源、互相援助支持、互相模仿学习

等，这种关系类似于但又超越了同伴关系，对

每个人的成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究者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将同胞

关系分为不同的类型。首先，从家庭结构上

来讲，有核心家庭（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

家庭）中的子女由同一对夫妻所生，也有重

组家庭（离婚后重新再组的家庭）中的子女

具有不同生母或生父，比如影视剧《家有儿

女》中刘星与夏雪、夏雨。根据不同的家庭

组成结构，同胞关系可以分成全同胞（同父

同母）、半同胞（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继亲同胞、收养同胞和寄养同胞五种关系类

型。由于其复杂性，在心理学领域的诸多研

究较少聚焦于特定的类型，而是笼统地研究

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后效。

其次，从相处模式上来讲，同胞之间有

着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内群体机制会使得

他们建立亲密的社会联结。另一方面，父母

为子女提供的资源有限，难以做到绝对均匀

地分配，因此会引发同胞之间的内部冲突。

这种矛盾又纠结的人际关系分化出三类较为

典型的同胞关系[3]。第一类，温暖和谐型。一

般来说，同胞有着相似的基因、共同的成长

背景，以及接受同样的家庭价值教育，通常

会互相认定对方为内群体成员，在社会活动

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性，也存在更多利他行

为。比如，《增广贤文》中的“打虎还得亲

兄弟”，只有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才会在患

难之中齐心协力、奋不顾身。第二类，敌意

冲突型。利益的冲突容易引发同胞之间的斗

争，在低龄同胞中尤为常见，很多非独生子

女在年幼时都会与兄弟姐妹发生冲突，比如

抢零食、抢遥控器、抢游戏机等等。同样，

高利益的冲突也更可能造成敌意冲突型的同

胞关系，比如，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秦王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康熙

皇帝的九子夺嫡。再比如在许多新闻报道中，

兄弟姐妹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大打出手。第

三类，和谐与冲突并存型。这种类型的各项指

标均介于温暖和谐型与敌意冲突型之间，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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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类同胞之间合作与竞争兼顾，统一与

矛盾并存，既互相关爱、互相支持，又有着无

法避免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相对较为常见。

比如，荷兰一项研究中调查了1670名学生，结

果就发现冲突并存型同胞关系比例最高，占

40.8%，其次是温暖和谐型，占36.5%，最后

则是敌意冲突型，占20.7%[4]。

三、同胞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趋势

尽管同胞关系可以被分成不同的类型，

贴上不同的标签，但是同胞之间的关系也并

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塑

造和调整。总的来说，这种关系的发展历程

主要包括稳定性和可变性两个方面。在国外

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连续多年追踪调查40个

二孩家庭，结果发现，同胞关系在6岁到13岁

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也就

是说，如果在一开始时，儿童之间的关系就

不太和谐的话，那么成长到青少年时期关系

依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反过来说，如果在

年幼时期他们的关系就很融洽，那么即使到

了成年早期也仍然保持亲密关系[5]。

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

段会有不同的发展任务，同胞之间的关系也

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细微变化。在年幼时期，

人们更多地依托于家庭环境，因此，同胞之

间会有相对较长的相处时间和相对较多的社

会互动，弟弟、妹妹会模仿和学习哥哥、姐

姐，而哥哥、姐姐也会照顾和教导弟弟、妹

妹。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逐渐开始探索外

部世界，尤其到青少年反叛期，同胞会相应

地减少在家庭中的情感投入和社会投入，从

而导致同胞关系会有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国

外的一项相关调查发现，双生同胞之间的关

系变化会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年龄和性

别这两个维度可以排列组合成兄妹、兄弟、

姐妹、姐弟四种类型。一般来说，同性别的

同胞有着相同的生理机制和成熟过程，经历

着相似的发展阶段。研究也发现，姐妹之间

的感情在各个阶段都最为亲密且稳定，各自

组成家庭之后联系也最为频繁。兄弟之间的

感情也相对较为稳定，各自组成家庭之后联

系相对较少。但是，兄妹或姐弟之间的感情

则有所不同，亲密程度呈倒U形，也就是说，

从出生到儿童期，亲密程度逐渐上升；从儿

童期到成年早期，亲密程度逐渐下降[6]。其中

的原因可能是在性别的作用下，异性同胞之

间的兴趣爱好、行为活动有较大的差异，因

此，亲密程度不如同性同胞。另一项调查研

究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龄阶段的同

胞之间逐渐建立深厚的手足之情，亲密程度

也逐渐上升。再到成人阶段，由于生理机制

本质上的区别，“儿大避母，女大避父”，父

母如此，何况兄妹、姐弟之间，尤其是在一

方或双方组成家庭之后，同胞之间的亲密程

度会大幅度下降[7]。

四、同胞关系的影响因素

同胞关系不仅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

也会受到环境方面的影响。家庭与生态系统

理论强调家庭内部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相互关

联、相互影响，并且每一个部分都可能作用

于家庭总体功能的发挥。在这个家庭微系统

中，父母作为子女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的

重要来源，父母的言行举止、态度观点、价

值观念等等，都能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最直接

有力、最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处

于发展阶段的幼年儿童。具体到同胞关系，

父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差别对待和婚姻质量

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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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的差别对待

毋庸置疑，父母的差别对待会直接影响

到同胞关系的发展。在非独生家庭中，我们总

是强调要“一碗水端平”，保证每个子女受到

相同的对待，而实际上往往很难实现真正的

公平，在社会比较的机制下，同胞关系会受到

一定的影响。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父母

提供的资源越有限，父母的分配方案越不公

平，父母的差别对待越明显，那么同胞之间的

恶性竞争越激烈，同胞之间的关系越差。以教

育资源为例，受传统社会环境的影响，“重男

轻女”思想残留，尤其在偏远的地区更是难

以杜绝，由此产生子女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

公问题。201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父母在分

配内部资源时更偏向男性[8]，因此，就会导致

非既得利益者的抱怨和敌意，不利于同胞关

系的发展。在影视剧《欢乐颂》中也有类似的

体现，樊胜美的母亲重男轻女，“榨干”女儿

来补给儿子，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恶劣，

尤其是利益双方的同胞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差别对待会使得同

胞关系变差，但是更重要的是父母在差别对

待时的态度和方式，比如，父母在给予弟弟

更多物质资源时，可以给哥哥或姐姐一个合

理的解释或者口头上的表扬，这样的处理方

式可以帮助儿童认识自身与同胞的差异，理

解和认同父母的行为。在国外一项早期的调

查中就发现，大概1/3的儿童报告自己曾经受

到过父母的差别对待，但是其中3/4的儿童认

为尽管是差别对待，但是没有觉得不公平[9]。

2.父母的婚姻质量

父母的婚姻情况是家庭和谐程度的重要

指标，也是家庭生活质量的直接体现，对同

胞关系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

在不良婚姻关系中，父母会有更多的负面情

绪体验，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好好地照顾和

关爱孩子，提供的资源就会变少，进而加深

同胞之间的竞争和嫉妒。另一方面，父母的

消极情绪也会通过言行举止传递到孩子身

上，进一步增加同胞之间的冲突和敌意，不

利于同胞关系的发展。

此外，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行为模式和

观念价值都受到父母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和

熏陶。比如，父母用争吵、暴力等消极手段

去解决婚姻关系中遇到的冲突，那么孩子会

模仿父母，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同胞之间的矛

盾，从而使得同胞关系恶化。相反地，如果

父母采用家庭会议、理性商量等建设性的方

式，那么孩子则会学习他们和谐、平等的处

理方式，从而促进同胞关系的良性发展。总

而言之，良好的婚姻关系能够减少同胞之间

的冲突，促进积极同胞关系的形成。

五、同胞关系的影响后效

同胞关系与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同属于

家庭系统中最重要的三个子系统，发挥着既

相互独立又完整统一的功能。总的来说，同

胞关系的建立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性发展，

主要体现在社会适应和问题行为两个方面。

1. 社会适应

首先，积极的同胞互动本身就能提高同

胞的社会交往能力和人际适应能力，这种同

胞的相互作用可能超过了父母直接的影响。

其次，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存在等级结

构，而同胞之间则是同级关系，因此，弟弟

或妹妹更愿意学习和模仿相似性更高的哥哥

或姐姐，这会促使他们认知水平和社会适应

能力得到提升。比如，哥哥在饭后帮助妈妈

扫地，并且还得到了妈妈的夸奖，那么妹妹

在下一次类似的情境中可能就会效仿哥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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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反过来，哥哥或姐姐在照料弟弟或妹

妹的过程中，也能够锻炼和提高自身的生活

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然而，如果哥哥或姐

姐没有做出很好的榜样，比如，他们经常表

露出敌意、愤怒等消极情绪状态，或者经常

出现暴力、攻击等行为倾向，弟弟或妹妹也

可能受到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或者效仿这种

不良行为。而且，同胞关系越亲密融洽，那

么同胞之间的表露和互动越多，因此，同胞

受到对方的影响也越大。这种影响既包括正

面积极的，也包括负面消极的。这也提醒我

们，父母在帮助孩子建立亲密的同胞关系之

余，良好的榜样作用也显得至关重要。

2. 问题行为

由于同胞长期生活在一起，会建立相对

稳定的依恋关系和情感联结，3/4的青少年表

示，当感到孤独或者遇到困扰时，他们会向

兄弟姐妹寻求支持和安慰。也就是说，同胞

之间可以互相给对方安全感，提供温暖的港

湾，促使双方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除此之

外，良好的同胞关系还能减缓生活中负面事

件的消极影响，比如，弟弟在学习或生活中遇

到了困难，姐姐能作为倾诉对象，通过情感上

的宣泄，可以减少弟弟的孤独感、焦虑和抑

郁倾向，姐姐也能给予建设性的指导，帮助弟

弟克服困难，减少问题行为。反之，如果同胞

关系恶劣，同胞之间存在很多欺负和攻击行

为，就会增加儿童或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

风险。他们要花精力来处理不良的同胞关系，

同时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无从排解，

积久成疾，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

总而言之，同胞关系是个体在社会性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背景，对每个人的成长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同胞关系对儿童和

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发挥着双刃剑的作用，

既能促使同胞各自往积极的方向发展，也有

可能带来消极的结果。

洪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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